我 的 中 学 物 理 教 学 生 涯 30 年 之 2
2．艰苦而快乐的三年学习生活

扬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曾经孕育了诸多文人名士。史可法、“扬州八怪”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扬州师范学院紧邻风景优美的瘦西湖畔，处于扬州市文化教育区的中心，是读书治学的理想场所（全国首批18位博士之二冯玉琳、单墫的母校）。在扬州师范学院的三年学习生活中，虽然学校开始安排的补课学习起点不高，凭借自己坚实的功底，完全可以应付自如。虽然我也曾经公开抱怨，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我不会来读扬州师范学院。但我还是“既来之，则安之”，始终非常珍惜这来得甚晚、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一直坚持高标准地严格要求自己（之所以报读物理系，应该说受教我两年初中物理的吴老师之影响可谓不小。他高中时成绩很好，因毕业于1958年的大跃进时代，讲“又红又专”，家庭出身不好的他，只能读扬州师专物理科，即扬州师范学院物理系的前身。教我们的时候，吴老师还经常读外语，准备考本科。恢复高考后，吴老师迸发出极大的工作热情，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所教学生高考物理科成绩突出，在兴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我到鲁迅中学工作后，还经常向他求教）。因为我知道：师范学院的培养目标是高中教师，如果没有比较渊博的知识，将来不但自己工作起来吃力，而且还会误人子弟，甚至被学生瞧不起。受父母教诲，从小养成的不管什么事，要么不做，要做就把它做好的理念和习惯，一直在鞭策我、告诫我，而我连高中学习生活的经历都没有，高中物理知识更是一片空白，必须奋发努力才行。正是在这种理性支配下，我更能约束自己。除学校规定的政治活动、劳动和适当的体育锻炼以外，我把其它时间几乎全部用在了学习上。每当有些同学在周末三五成群地涌向相距不远的江苏农学院的电影院，每当学校安排在周日包场，让同学们到文昌阁旁的工人文化宫看电影时，我都特别珍惜这大片的安静时间（因当时政治活动、劳动时间较多，且不能不参加），去追寻牛顿、法拉第、爱因斯坦的足迹，在物理学的海洋里遨游。当然，我也有自我调剂的方式，当学习疲劳，大脑需要休息时，捧上一本中外名著，悠闲地欣赏阅读，来一个文理结合，有张有弛（在扬州师院，用这种方式加上假期，我居然读了当时在社会上不易见到的几十本中外名著，还有一些只有老师才能借到的如《尼克松传》、《基辛格传》等名人传记，多多少少给自己增加一点文学素养，了解名人生活和历史知识，也满足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对幕后故事神秘感的探寻）。由于课室、宿舍都有规定的熄灯时间，我的记忆力比中学时代明显下降了许多，有些重要内容，看一遍两遍、三遍五遍不行，就看七八遍，甚至十多遍，非把它弄懂弄通弄透为止。由于高中物理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要补的知识、要看的书又确实很多，故常有时间不够用的感觉，所幸的是，开学几个星期后，物理系实验大楼需要两名学生守护值班，我和另一位同学立即兴致勃勃地报名，并如愿以偿。从此，我们的学习时间得到很大的满足，经常看书、解题到十一、二点。窗外万籁俱寂，没有丝毫干扰，我们的学习效率当然也比较高。其间，饿了，就违规地使用电炉，把米放在一个小铝锅里，煮些粥，偶尔下点面条吃。尤其是在那漫长的冬夜，粥香伴着书香，既果腹，又取暖，不仅毫无苦意，反感分外幸福。从小在县城长大的我，虽然家庭经济、伙食还比较好，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一直没有忍饥挨饿过，但我对物质生活比较随意，并没有过高的要求，在食欲极好、消化能力极强的青年时代，吃好吃差都无所谓，只要不挨饿就行（我是经不起挨饿的，饿了，连觉都睡不着），而对学习成绩一直看得很重。

一年后的1976年8月28日，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发生，由于扬州处于这条地震带上，且连续发生了多次小震，江苏省很多市、县都人心惶惶。为保证学生人身安全，学校让我们都住到了搭在操场上的防震棚里，每个班围成一个小小的四合院，这给我们的学习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和不便。晚上，一到9点，课室即关门，防震棚里，一个班30个男同学住在一起，没有隔离，没有纪律的约束，20多岁的年轻人，怎么能安静，又如何好看书？尤其是天气渐冷，朝南的当然都安排给女生，朝北的门怎么也关不好，北风直钻，滋味真不好受。天气愈来愈冷，眼见情况不妙，我干脆不再管它地震不地震，一个人偷偷地重新回到实验大楼值班室，安心地闭门读书了，结果当然是“胆大的赢了胆小的”。而其他同学，则在防震棚里苦熬了一个冬季，直到来年防震警报解除，他们才回到久违的宿舍楼。

